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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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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0) 

摘  要  理解帮助情境中社会性判断的特征对促成高效率和满意度的互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帮助与被帮

助者因占据不同角色, 对帮助可能性、质量、心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存在不对称的知觉, 进而在预测对方心理

与行为时发生偏差, 可能阻碍合作的产生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此类偏差具有必然性, 受个体认知策略局限性

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并可根据其成因有的放矢地应对。未来可以探讨帮助发生的媒介、双方的社会关系以

及帮助的类型与偏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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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俗话说 , “一个篱笆三个桩 , 一个好汉三个

帮”。帮助行为(helping behavior)在生活中随处可

见, 小到为身后的人扶下门, 大到对走投无路的

人伸出援手, 都是帮助与被帮助的体现。帮助行

为于个人于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个人, 

接受帮助能解自身燃眉之急, 提供帮助能为他人

雪中送炭; 对社会 , 帮助行为是一支黏合剂 , 将

更多渠道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

效益。帮助本身具有双元性(dyadic), 是两个关键

角色——施助者与受助者互动的过程 (Chou & 

Stauffer, 2016)。对帮助行为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出

一般性的规律, 加深对互动本身和互动主体的理

解, 如施助者与受助者的行为模式、心理感受及

其影响因素; 同时, 也为促进高效且满意的帮助

实践提供指导, 助力社会良性运转。除了期望目

标是否达成的客观结果外, 提供与接受帮助的双

方的主观体验也值得重视。施助者与受助者如何

知觉和预测对方的心理与行为？他们存在哪些共

识与分歧？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帮助行为的发起、

实施与评价, 进而影响帮助的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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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研究发现, 施助者与受助者对彼此心思

的预测常常发生偏差(Bohns, 2016; Bohns & Flynn, 

2010; Flynn & Lake, 2008; Newark, Bohns, & 

Flynn, 2017)。所谓预测, 即利用已知的线索去推

断未知的结果(Rosenzweig & Critcher, 2014)。广义

而言, 社会心理学中的预测包括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和行为预测(behavioral forecasting)。早

期研究表明, 人们对自己未来情绪感受的预期与

实际情绪体验主要有两种形式的偏差(van Boven, 

Loewenstein, Dunning, & Nordgren, 2013)：其一为

影响偏差(impact bias), 表现为高估情绪反应的强

度和持续时间 (Wilson & Gilbert, 2003, 2005, 

2013); 其二为共情鸿沟(empathy gap), 表现为低

估情绪状态的影响 , 当个体处于“冷” (未唤醒)/ 

“热” (唤醒 )状态下时 , 难以准确预测自己处于

“热”/“冷”状态时的感受和行为(Loewenstein, 1996, 

2005)。近期研究发现影响偏差也可能反转, 即低

估对情绪事件的反应强度。具体表现为高估还是

低估与事件结果的特征(outcome specification)有

关：对那些重要性高、概率低、心理距离远、持

续时间长的事件, 人们容易高估对其的情绪强度, 

而对重要性低、概率高、心理距离近、持续时间

短的事件则容易低估(Buechel, Zhang, & Morewedge, 

2017)。在对他人做出情感预测时, 人们也会犯类

似的影响偏差和人际共情鸿沟：高估未来事件对

他人情绪体验的影响(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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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et al., 2013), 错误估计与自己处于不同情

绪或机体状态下他人的心理与行为(Loewenstein, 

2005; van Boven et al., 2013)。此外, 人们对自己

未来行为或表现的预测也不尽准确 (Rosenzweig 

& Critcher, 2014), 如低估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

(Buehler, Griffin, & Peetz, 2010)、错误估计表现提

升的可能性(Critcher & Rosenzweig, 2014)等。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 人

们在社会互动中预测与自己处于不同角色的他人

的所思所为时也经常犯错(e.g., Adams, 2016; Adams 

& Inesi, 2016; Baskin, Wakslak, Trope, & Novemsky, 

2014; Bohns & DeVincent, Online First; Flynn & 

Adams, 2009; Gino & Flynn, 2011; Givi & Galak, 

2017; Kupor, Flynn, & Norton, 2017; Levine et al., 

2018; Yang & Urminsky, 2015)。植根于社会互动中

的预测有三个特点：第一, 由于预测的对象与自

己是相互依赖的, 因而区别于预测独立他人对非

社会性事件(如考试不理想)的情感或行为(Green 

et al., 2013); 第二, 由于存在社会性互动, 除了

认知和情绪因素外, 动机和社会性因素等也会影

响预测; 第三, 自己的预期与他人的体验往往同

时发生, 而非发生在当下与未来两个不同的时间

点上。本文聚焦于帮助与受助这一社会互动情境, 

对帮助行为的提供者与接受者在知觉是否帮、帮

多少、如何帮等问题上的不对称性以及由此带来

的在预测对方心理与行为时的偏差进行回顾。并

且, 进一步指出, 帮助情境中偏差的出现并非偶

然, 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根据偏差的成因, 可对

症下药地进行干预。 

2  帮助情境中的不对称知觉 

现实生活中, 个体获取帮助的需求有时可能

被潜在施助者敏锐地捕捉到, 潜在施助者进而自

发向他们施以援手(unsolicited helping)。但帮助行

为的发生更常见于, 需要帮助的个体向潜在施助

者主动提出一个具体的请求(solicited helping), 如

寻求援助、信息、建议或支持等 (Anderson & 

Williams, 1996; Hofmann, Lei, & Grant, 2009)。当

受助者和施助者就帮助事件进行互动时, 他们可

能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对称的知觉, 如有多大的可

能性提供/寻求帮助、愿意为帮助行为付出多大的

努力、提供/获得帮助时的心理感受如何, 以及更

偏好何种帮助方式等, 从而使帮助与被帮助的双

方在预测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偏差。 

2.1  可能性预期 

在求助与帮助的人际互动中, 求助者会系统

性地低估潜在施助者答应其请求的可能性, 这一

现象最早由 Flynn 和 Bohns 揭示(Bohns, 2016; 

Flynn & Lake, 2008)。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 参

与实验的大学生被告知他们每人要请 5 个陌生人

填写一份两页长的问卷。在真实地执行这项求助

行为前, 首先请被试估计, 他们需要向多少人提

出帮助的请求才能完成任务。结果发现, 被试显

著高估了需要请求的人数：求助前预计的平均人

数为 20.5, 但实际上只需向 10.5人提出请求即可。

换言之, 求助者低估了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在

请求借用他人手机、请求他人带路到校园中的某

一地点、筹集善款等众多情景中也发现了类似的

效应(Flynn & Lake, 2008), 表明低估的倾向在面

对面互动中非常稳健。并且,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个体中也有相似表现(Bohns et al., 2011)。求助者

对帮助可能性的错误估计不仅发生在单次请求中, 

还存在于相继提出大小相当的请求时。一项实验

中, 被试需要请校园里的行人帮自己完成两件事, 

先请对方填一份 1 页长的问卷, 无论对方答应与

否, 接下来都再请求他们把一封信投放到顺路会

经过的邮筒里。根据求助者的预期, 如果行人拒

绝了填问卷的请求, 那么他们答应寄信的可能性

将会更低; 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拒绝第一个请

求后行人对第二个请求的答应率反而上升了 10% 

(Newark, Flynn, & Bohns, 2014)。 

与之相对的是, 潜在施助者系统性高估他人

向自己寻求帮助的可能性。Bohns 和 Flynn (2010)

选取了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扮演施助者角色的两

个样本(担任朋辈导师的 35 名 MBA 学生和担任不

同课程助教的 91 名学生), 请他们在任职的学期

初预测所负责的学生中会有多少人向自己寻求帮

助, 等到期末的时候再统计实际情况。无论是朋辈

导师还是助教, 都远远高估了前来求助的学生数。 

2.2  质量预期 

除了评估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外, 对预期帮助

质量的评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是否寻求帮

助。所谓帮助质量, 指的是施助者为帮助事件付

出的努力程度(Newark et al., 2017), 如花费的时

间。在一项实验中, 被试被要求请大学校园里的

路人回答一些简单的知识问答题, 路人答对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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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越多, 被试获得礼品卡奖励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进行实验前, 被试预计路人平均愿意花费 3 分

26 秒的时间来回答 24.74 题, 可能答对 18.66 题; 

但真实的结果表明, 他们远远低估了路人为帮助

他们获得奖品而付出的努力程度：路人平均花了

4 分 34 秒, 回答了 49.03 题, 其中 45.39 题回答正

确。另一项实验中, 2 名互不相识的被试一起来到

实验室, 其中一人观看一段 TED 演讲视频并做笔

记 , 另一人根据搭档的笔记回答关于视频的问

题。做测验者的报酬取决于答对题目的数量, 如

果搭档做的笔记越多、内容越详细, 他们能获得

高报酬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记笔记者的报酬是恒

定的, 与做测验者的答题成绩无关。尽管如此, 记

笔记者为帮助搭档答对题目赢得高额报酬, 所做

的笔记质量远远超过了做测验者的预期。有意思

的是, 对帮助质量的低预期只发生在他人为施助

者、自己为受助者的情况下, 而对于人们一般而

言会付出多少努力(如自己帮自己、他人帮他人), 

被试的估计是相对准确的(Newark et al., 2017)。 

2.3  感受预期 

帮助情境中典型的心理感受包括施助者由助

人而体验到的快乐感 (Dunn, Aknin, & Norton, 

2014)和受助者对施助者生发的感激之情(Tesser, 

Gatewood, & Driver, 1968; Yu, Gao, Zhou, & Zhou, 

2018)等。这类情绪感受不仅是帮助行为的结果, 也

具有动机功能, 能够激励和强化人们在未来做出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Grant & Gino, 2010; 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正如人们对

帮助情境中的对方行为的预测常常发生偏差, 对

心理感受的预测也不准确。 

以感激情绪为例。在一项实验(Zhang & Epley, 

2009)中, 被试被要求请他人帮自己完成一个任务

(划掉一篇文章中所有的字母 e), 如果他人答应帮

忙, 受助者自己就能获得一份小礼物。随后, 研究

者询问受助者有多感激施助者, 并让施助者预测

受助者有多感激他/她。结果发现, 受助者的感激

程度远高于施助者所以为的水平。在施助者看来, 

帮得越多越值得感激, 当帮助行为完成时受助者

的感激程度也达到顶峰。然而, 这又是一个美丽

的误会。Converse 和 Fishbach (2012)的研究发现, 

受助者在接受帮助的整个进程中, 其感激程度其

实是在帮助完成之前达到最高点。比如结成朋辈

互助关系的大学生中, 相比于期末考试之后, 学

渣在考试前一周更感激学霸的辅导。这是因为 , 

当帮助行为仍在进行中并且即将接近目标时, 受

助者对施助者最为依赖, 而当目标实现后, 感激

程度随着依赖性的下降也减弱了。 

2.4  方式偏好 

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形容的是帮助的方式。对于提供和获得帮助的方

式, 受助者和施助者有着不同的偏好。以家长式

(paternalistic)和自主式(agentic)帮助为例。所谓家

长式, 指的是由帮助的提供方决定受助者的需求, 

赋予受助者较小的选择自由度(Baker, 2015); 而

与之相对的自主式帮助则强调由受助者自己决定

需要什么, 受助者享有的自由度更大。最新研究

表明, 当个体作为帮助的提供方时, 更偏好家长

式, 认为家长式帮助是更有效的方式, 而作为接

受方时却相反, 更希望获得自主式的帮助(Schroeder, 

Waytz, & Epley, 2017)。换言之, 施助者所认可的

家长式帮助却令受助者感到反感。这可能引发很

多现实问题, 例如, 当受助者感到行为自由受到

限制时, 可能产生心理逆反, 降低对施助者的互

惠意愿(Brehm & Cole, 1966)。对帮助方式的偏好

也确切地反映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 世界上几乎

所有国家提供的主要帮助方式都为家长式(in-kind 

transfers; Currie & Gahvari, 2008), 仅有少数反潮

流而行的公益组织(如 GiveDirectly)采取现金转移

(cash transfers)的自主模式。 

3  偏差的必然性及成因分析 

寻求与提供帮助是生活中常有的经历, 人人

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 理应对这一情境有切身

的实感; 但经验似乎并没有使人们成为“读心”的

专家, 如前文所述, 受助者与施助者对彼此依然

存在层层误解。这提示我们, 此类偏差可能并非

偶然出现, 而具有必然性。本文试图从个体认知

策略的局限性与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两个角度(见

图 1)分析偏差为何必然发生。 

3.1  认知策略的局限性 

从生理结构上讲, 每个个体都拥有独立的大

脑 , 也就是说 , 客观上 , 我们无法真正经历和体

验他人的心理状态。出于生理结构的限制, 人们

在试图理解他人的心理与行为时主要采取两条认

知策略。其一为“眼见为实”, 即利用可观测的信

息、忽视不可见的信息, 关乎“外部行为-内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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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偏差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理”联结; 其二为“由己及人”, 即以自身情况作为

锚定点, 关乎“自我-他人”关系。然而, 这两条策

略本身都不是完全准确的, 进而造成了对他人心

理的预测偏离他人真实想法的结果。 

3.1.1  眼见未必为实 

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易如反掌, 但获得

关于他人认知或情绪的信息却难上加难(Pronin, 

2008)。如能使用真真切切观察到的信息, 人们做

预测时的不确定感就会降低 , 即所谓的“眼见为

实”。由于他人的表情、过去行为表现、可识别的

身份等信息是可观察的, 人们倾向于依赖这些明

确的线索去解释他人的行为(Epley, 2014; Waytz, 

Schroeder, & Epley, 2014)。与此相对地, 他人的内

心感受因其不可见而常常遭到忽视。但事实上 , 

外显的信息仅仅是对真实心理状态的间接反映 , 

很可能是有偏的, 也即“眼见”不一定“为实”。人们

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往往高估了依据表现出来

的信息做判断的准确度 (Zhou, Majka, & Epely, 

2017)。 

在前文提及的“相继请求”例子中, 当第二次

评估获得帮助的可能性时, 对方过去的拒绝行为

对求助者而言是一个外显的线索, 而对方内心的

感受则难以直接观察, 因此求助者基于前者认定

对方不乐于助人, 形成其不愿提供帮助的预期。

这就偏离了潜在施助者真实的心理, 即希望通过

答应第二次请求来减轻拒绝所引起的不适感

(Newark et al., 2014)。 

此外, 潜在施助者容易将“不求助”理解为“不

需要帮助” (Bohns & Flynn, 2010), 过于相信所见

即为真相 , 把外显的行为选择等同于内心的想

法。而事实上, 求助者放弃请求帮助可能是重重

顾虑下的产物, 如担心把自己的脆弱性暴露在他

人面前、承担被拒绝或遭受负面评价的风险。在

一项实验(Bohns & Flynn, 2010)中, 研究者让被试

想象自己是正为作业挣扎、决定向朋辈志愿者求

助的学生(求助者角色)或为其他学生提供建议的

朋辈项目志愿者(施助者角色), 然后给被试呈现

两个朋辈支持项目在某公立学校的开展情况, 其

中项目 B 在学生中频繁被使用, 而项目 A 鲜少被

用到, 让被试决定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两个项目投

入资金, 并评估学生对于使用这两个项目的不适

感。结果发现, 从志愿者(vs.学生)角度思考的被试

更不支持给项目 A 投入资金 , 更难将表面上的

“用不到”与内心的“不敢用”联系起来。 

简言之, 当受助者或施助者利用“眼见为实”

策略预测对方的心理与行为时, 对外部行为线索

诊断性的高估和对内部复杂感受的忽视共同引起

了偏差。 

3.1.2  由己未必及人 

另一条推断他人想法的策略是先从自身出

发。过往研究发现, 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常常带有

自我中心(egocentric)偏向(Ross & Sicoly, 1979)。

在对他人进行观点采择时, 人们并非将自身视角

完全置于一旁, 而是以它作为起点, 随后考虑到

自我与他人的差异, 才努力地、逐步地朝着他人

视角的方向进行调整, 直到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

合理的调整。在没有足够强动机的情况下, 个体

的“努力调整”遵循“满意即止”的原则, 并不追求

完全精确, 因而往往是不充分的, 会过多地锚定

在自身视角的信息上(Epley, Keysar, Van Boven, & 

Gilovich, 2004), 导致对他人偏好的预测并不准确, 

常常高估他人与自己的一致性(Marks & Miller, 

1987; Ross, Green, & House, 1977)。一言以蔽之, 

“由己”不一定能够“及人”。 

处于不同社会角色的个体, 包括医生与患者

(Levine et al., 2018)、送礼者与收礼者(Baskin et al., 



第 1 期 王逸璐等: 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 121 

 

 

2014; Flynn & Adams, 2009; Galak, Givi, & 

Williams, 2016; Gino & Flynn, 2011; Givi & Galak, 

2017; Kupor et al., 2017; Yang & Urminsky, 2015)、

肇事者与受害人 (Adams, 2016; Adams & Inesi, 

2016)、追求者与被追求者 (Bohns & DeVincent, 

Online First)等, 在人际互动中常常误解对方的想

法而不自知。例如, 当在一个价值 5 美元 3 星好

评的礼物和另一个价值 8 美元 5 星好评、但需收

礼者付清剩余 3 美元的同类礼物中挑选时, 送礼

者认为完整的礼物更能反映花费的心思而“欠完

整”的礼物有失周到 , 并误以为收礼者也如此考

虑 , 因而更多选择前者; 但实际上 , 收礼者更在

意礼物本身是不是他们所喜欢的, 更希望收到后

者, 即便在完整性上低一些(Kupor et al., 2017)。

类似地, 在社会交换中, 给予的一方往往期待基

于自己付出的成本得到回报, 而接受者在实际进

行回馈时依据的却是自身的获益(Zhang & Epley, 

2009)。 

受助者与施助者的关注点不对称决定了双方

在由己及人的过程中最初的锚定点不一致。受助

者关注潜在施助者将为其请求付出的工具性成本

(instrumental costs), 如时间、金钱等资源(Bohns, 

2016)。他们对有形的、易衡量的信息较为敏感, 认

为相比于大请求 , 别人答应小请求的可能性更

高。例如, 求助者预期当问卷长达 10 页时陌生人

答应填写的可能性低于问卷只有 1 页时, 虽然实

际上陌生人的答应率并未受到请求大小的影响

(Flynn & Lake, 2008)。按照同样的思路, 求助者认

为, 如果给潜在施助者一定的资源来补偿他们因

助人所付出的成本(如给陌生人提供金钱作为奖

励), 那么对方应该更乐意施以援手。这一推导得

到了实验的验证, 此时求助者对陌生人答应请求

的低估情况显著减弱了 (Bohns, Newark, & Xu, 

2016)。施助者则关注受助者能从帮助中获得的现

实利益, 以及说“不”所要承担的社会-情绪性成本

(social-emotional costs)。拒绝别人的请求意味着违

反“善”的内隐社会规范 , 将使施助者产生不适 , 

为避免这种不良感受, 他们很可能答应帮助并为

之付出较多努力(Bohns et al., 2011; Flynn & Lake, 

2008; Newark et al., 2014)。施助者和受助者过多

锚定在自身的关注点上, 进而在预测对方的心理

时, 受助者忽视了拒绝请求对施助者的不适, 施

助者忽视了求助行为使求助者感到的尴尬(Bohns 

& Flynn, 2010)。 

受助者与施助者经历的情绪不同, 加剧了观

点采择的难度, 进一步放大了关注点的差异。受

助者被强烈的消极情绪所主导：从工具性的角度

讲, 如果不能及时获得有效的帮助, 他们无法处

理好当前面临的问题, 这使他们感到焦虑(Bohns 

& Flynn, 2015)。从情感性的角度讲, 向他人寻求

帮助意味着暴露自己的能力不足和承认对他人的

依赖(Lee, 1997, 2002), 这使他们感到尴尬, 并对

施 助 者 产 生 负 债 感 (DePaulo & Fisher, 1980; 

Greenberg, 1980); 潜在的社会拒绝又可能引发悲

伤和愤怒情绪(Çelik, Lammers, van Beest, Bekker, 

& Vonk, 2013)。消极情绪使受助者对答应请求的

成本产生有偏估计, 夸大施助者答应其请求的成

本 , 而忽视对方答应请求的收益 (Bohns et al., 

2016), 由此低估获得帮助的可能性。而施助者由

于处在相对冷静 (cold)的状态下 , 很难对受助者

的情绪体验真正产生共情 (Loewenstein, 1996, 

2005; van Boven et al., 2013; van Boven & 

Loewenstein, 2003)。 

概括来说, 受助者和施助者在帮助情境中扮

演不同的角色, 他们固有的认知和情绪差异使得

“由己及人”策略不能完全成功, 表现为预测他人

的反应时出现偏差。 

3.2  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除了认知策略的局限性会导致受助者与施助

者在理解对方时出现偏差外, 社会性因素也对偏

差的产生推波助澜。求助与帮助属于紧密的社会

性互动, 其行为主体毫无疑问地受到社会规范和

所处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一, 受助者和施

助者遵守不同的礼貌规范, 以致对帮助事件的价

值做出相反方向的评估。其二, 人们对印象管理

策略持有不正确的信念, 时常误用。其三, 偏差的

表现形式还受到特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3.2.1  因角而异的礼貌规范 

人际互动可能对双方的面子产生威胁(Brown 

& Levinson, 1987)。对受助者而言, 寻求帮助意味

着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必须依赖他人才能解决问

题(Lee, 1997, 2002), 有失颜面 ; 对施助者而言 , 

强加于身的帮助请求干涉了他们自身的行动自由, 

也危及脸面。但是, 社会期望互动的双方能够维

护彼此的面子 , 使这一情景变得不那么尴尬

(Goffman, 2003)。为使人际互动能够顺利进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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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社会规范逐渐形成, 并被人们广泛接纳和认

可, 如礼貌(Brown & Levinson, 1987)。 

值得指出的是, 受助者与施助者遵守的礼貌

规范并不一致。受助者通过表达他们对施助者的

感激来表现礼貌, 以增加自己在施助者眼中的吸

引力(Brown & Levinson, 1987), 降低被拒绝的概

率。施助者则感到有义务去维护慷慨的形象, 希

望在受助者与其他旁观者眼中建立一个乐于助人

的形象(Roberts, 1998)。以礼貌用语为例, 受助者

常将“太感谢了 , 您真是帮了我大忙”挂在嘴边 , 

这放大了受助者对帮助事件的价值感知; 而施助

者在回应时往往会最小化他们的贡献 , 如“没什

么, 一桩小事而已”, 使得他们将帮助事件知觉为

“小忙”。礼貌规范使受助者与施助者对帮助事件

的价值产生了相反方向的评估(Flynn, 2003, 2006), 

受助者很可能因此高估施助者答应其请求的工具

性成本, 进而低估施助者给予帮助的可能性。 

3.2.2  阴差阳错的印象管理 

我们作为社会人, 存在印象管理的需求, 在

准备做某一行为前首先会考虑该行为对自身和对

方声誉、自尊的影响, 而后决定是否实施它。但

印象管理有时阴差阳错, 比如：求助者以为, 寻求

帮助会降低他人对自己的能力感知(Kim, Zhang, 

& Park, 2018); 为了维护光鲜的自我形象, 他们

倾向于不求助。但在潜在施助者的眼中, 求助行

为却是一种有效的信息收集方式, 是求助者敢于

承担风险和克服潜在人际成本的体现, 并传达了

对潜在施助者的信任 , 因而反而认为那些在“对

的问题”上向“对的人”寻求帮助的个体比回避求

助的个体更有能力(Brooks, Gino, & Schweitzer, 

2015)。以建议寻求为例, 人们对那些在高(vs.低)

难度任务上向自己(vs.别人)和专家(vs.非专家)寻

求建议的个体持有更高的能力评价。遗憾的是 , 

寻求帮助的个体往往只能想到“求助-无能”的直

接联结, 而难以意识到求助行为也是对其智慧和

自信的间接反映。可见, 对印象管理策略的误解

和误用也是偏差的成因之一。 

3.2.3  特异性的文化价值观 

社会互动浸润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中, 折射

出文化所独有的特征。目前对文化价值观如何影

响帮助情境中偏差表现的探讨尚不多见, 已有研

究主要关注了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在以互依性为

特点的集体主义文化下, 由于个体与他人的自我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Markus & Kitayama, 1991), 求

助者不仅会考虑自己的关注点, 也会考虑到潜在

施助者的关注点, 因此相比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

个体, 他们更能注意到说“不”的社会成本。跨文化

研究发现, 中国的求助者比起美国人, 对陌生人

是否会答应自己帮助请求的预测相对更为准确

(Bohns et al., 2011)。此外, 心理集体主义影响核

心自我评价与求助预期的关系。当个体的心理集

体主义水平较低时, 个体并不期望轻易得到他人

的帮助, 此时如果个体具有较高(vs.低)的核心自

我评价, 即有积极的自我认知, 相信自己可以控

制人际过程, 那么将认为获得帮助是相对容易的

事 ; 而对那些心理集体主义水平较高的人而言 , 

他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是可以依赖的, 因此不论核

心自我评价高低, 都倾向于对获得帮助具有较高

预期(孙健敏, 毛畅果, 2013)。 

4  偏差的应对与思考 

高校里的辅导员非常乐意帮助大学生解决学

业和生活上的问题, 但相当一部分的学生羞于向

辅导员寻求帮助; 与此同时, 辅导员往往也只望

见表面的风平浪静, 而难察觉学生心中的暗潮涌

动。人际交往中, 帮助与接受帮助其实常常传达

“我想要靠近”、“我很喜欢你”的信号, 一来一往里

很容易增进彼此的感情; 但受助与帮助的任何一

方都容易误以为帮助是负担, 因而错失了让人际

关系升温的良机……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施助者与受助者对帮助的可能性、质量、心

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关键问题有着不对称的知觉, 

受限于个体的认知策略并受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 

双方对彼此心思的预测不可避免地发生偏差, 一

方面导致本可以促成的合作流产(Bohns & Flynn, 

2015), 另一方面也令感激等帮助情境中的副产品

无从发挥积极作用(Grant & Gino, 2010; McCullough 

et al., 2001), 阻断了亲社会行为的相互激发与传

递。如果能缩小这类偏差, 对于促进高效率、高

满意度的帮助互动将产生深远的现实意义。下文

阐述了针对偏差成因进行干预的途径(如图 1 所

示), 并对未来有关帮助情境中偏差的学术研究和

实际应用提出了新的构想。 

4.1  对症下药的干预途径 

如前文所述, 施助者与受助者的偏差具有必

然性, 是认知策略和社会性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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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偏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其成因对症下

药地来减少偏差。个体层面上, 可从增强“存异”

意识和反馈寻求以及发挥观点采择的作用等两条

干预途径入手。组织层面上, 设计合理的社会支

持体系和建立良性的规范大有裨益。 

首先, 增强“存异”意识和反馈寻求。尽管由于

生理结构的限制, 我们难以从客观层面上“深入”

他人的大脑, 但在主观层面上, 我们可以增强三

点意识从而更靠近真相：一是他人外显的表现不

一定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心, 二是他人的所思所想

不完全与自己相同, 三是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的

心理与行为模式。仅仅知晓“眼见未必为实”、“由

己未必及人”和文化的独特影响 , 并在人际互动

中多加留意,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在做预

测时想当然地得出结论。例如, 需要帮助的个体

对于获得帮助的可得性不必过于悲观, 勇敢地提

出请求, 很可能就能获得相应的帮助; 而潜在施

助者, 尤其是教育、临床和组织管理的实践人员, 

如能经常提醒自己注意到高估他人求助可能性的

倾向, 就更可能及时发现学生、患者或同事的问

题, 做到主动出击、精准援助, 有望达成双方共赢

的局面。在此基础上, 鼓励个体有意识地寻求反

馈, 与互动的对方进行有效沟通。通过从多次反

馈中学习, 个体更可能知己知彼, 进而消除偏差。 

其次, 发挥观点采择的作用。从自己的视角

出发看世界是人之常情, 但当自身视角明显不同

于互动对象的视角时, 自我中心倾向就会导致推

断错误。此时, 如果对他人进行观点采择, 能够降

低自我中心倾向, 同时也增加对他人心理状态预

测的准确性(Eyal, Steffel, & Epley, 2018)。因此, 

观点采择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克服“由己未

必及人”的局限性。一方面, 我们可以调用自己在

对方角色下的直接经验。每个人或多或少地拥有

一些作为受助者和施助者的生活经验。也即, 我

们对处于任一角色下时占据的视角、关注的内容

和经历的情绪都有过直观的感受。但默认情况下, 

这些生活经验可能仅仅潜伏着, 未得到利用或被

归为无关信息(Buehler et al., 2010)。如果我们主动

提取这些信息, 或许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

心思。例如, 当人们出于印象管理的考虑而决定

放弃向别人寻求解决问题的建议时, 不妨先回想

自己在遇到他人求助时是否会对求助者产生能力

差的印象。如果现实经验并不支持我们对印象管

理效果的预期, 人们就不必担心因求助而被贴上

能力差的标签。另一方面, 观点采择能力具有可

塑性, 可以通过训练想象自己处在对方的情境中

而提高。例如, 中国被试一般倾向于不采取直接

的冲突解决策略, 但如果让他们先进行 3 分钟的

观点采择训练, 想象“自己向同事借钱但忘了还, 

同事直接要求自己还钱”并描述自己处于此情景

中的感受或反应, 就大大提高了愿意直面冲突的

个体的比例(Zhang, Zhang, & Wang, 2011)。短短三

分钟的训练就改变了人们一般性的行为模式, 可

以想见,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些群体(如常年提

供帮助服务的个体)开展更为系统的观点采择训

练, 有望取得显著的成效。 

综合以上, 如果处于受助者或施助者角色的

个体有强烈的“存异”意识 , 注重从反馈中学习 , 

并在预测对方行为时进行有效的观点采择, 或能

有效减少预测偏差。 

从宏观层面, 在组织中建立起降低心理不适

感的社会支持体系、设计精准的信息传递策略很

有必要。Bohns 和 Flynn (2010)让被试从新员工或

新员工导师的角度阅读一张经理写的便签。便签

的目的是鼓励新员工参加公司的导师制项目, 有

两种内容：一种传达了经理对寻求帮助可能引起

不适感的理解, 写道“如果需要任何帮助, 请你来

找我, 不要担心自己会显得愚蠢或无能”; 另一种

则强调了导师制项目的好处 , 写道“如果需要任

何帮助, 请你来找我, 这样你可以在新工作中取

得高效和成功”。随后, 让被试估计员工在多大程

度上可能寻求导师的帮助以及员工求助时会感到

有多尴尬。结果发现, 采取导师视角的被试误以

为传递有用性信息对于鼓励员工求助更有效, 但

实际上, 从新员工视角思考的被试将传递不适感

信息评定为更有效的策略。因此, 如果组织切实

了解并相应地建立员工需要的社会支持体系, 将

提升帮助互动的满意度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 当自发寻求和提供帮助成为组织中的规范

和惯例时(e.g., Grodal, Nelson, & Siino, 2015), 帮

助行为更容易开展, 人们也会减少暴露不足(求助

者)或自作多情(施助者)的顾虑。 

4.2  未来研究展望 

帮助行为提供方与接受方的相互知觉存在哪

些偏差, 既是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 又与生活实

际息息相关。该领域的研究初现成果但尚未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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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致力于发掘其中更多的规律, 并使揭晓的

规律真正服务于实践。 

综观前文所述的受助者与施助者所处的情境, 

具有以下特征：1)双方面对面互动, 2)双方多为陌

生人 , 也涉及普通的同事关系 , 3)为工具型帮助

(Bamberger, 2009), 即求助者请求帮助者投入一

定资源完成某件具体的事, 而非情感性诉求。在

其他情境中, 受助者与施助者的预测存在怎样的

规律、与上述特征又有何区别或联系仍有待澄清。

以下这些方面均存在大量的探索空间：第一, 帮

助行为发生的媒介如何影响偏差的表现形式。

Roghanizad 和 Bohns (2017)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

发。他们发现, 当通过电子邮件向 10 名陌生人发

出填问卷的请求时, 被试显著高估了获得帮助的

可能性(估计平均有 5.59 人填写在线问卷, 但实际

仅有 0.21 人), 即偏差出现了反转。这是因为, 求

助者没能意识到在缺乏非言语线索的情况下, 潜

在施助者对网上的陌生邮件并不信任 (Bohns, 

2017)。此外, 我们认为虚拟性和匿名性等特征也

可能使网络上的求助与帮助不同于面对面情境。

第二, 施助者与受助者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偏差

的方向与强度。我们认为, 当施助者为亲密他人

时或将表现出与陌生人不同的模式。俗话说“帮是

情分, 不帮是本分”, 人们对获得陌生人帮助的心

理预期较低, 而感激程度较高。但当施助者为亲

密朋友或父母时, 因其对受助者意味着特殊的社

会角色, 可能被认为有义务提供帮助(Ames, Flynn, 

& Weber, 2004), 尤其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相

应地, 人们对获得帮助的预期较高, 很可能高估

实际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与质量, 但感激程度反而

下降, 于是偏差减弱甚至反向。第三, 探究不同帮

助方式所独有的规律。例如, 人们除了帮他人解

决具体问题外, 也常提供社会支持、帮助他人调

节情绪和应对压力(e.g., Doré, Morris, Burr, Picard, 

& Ochsner, 2017; Inagaki & Eisenberger, 2016; 

Inagaki & Orehek, 2017)。这样的情感型帮助多发

生于已建立的关系(established relationship)中(e.g., 

Cavallo & Hirniak, in press), 可能受社会关系因

素的影响更大。再如, 在选择帮助方式时, 施助者

是为他人 (受助者 )决策 , 受助者是为自己决策 , 

鉴于这两类决策常常存在差异, 如为自己决策更

看重可行性, 而为他人决策更看重渴望性(Lu, Xie, 

& Xu, 2013), 施助者可能更愿意以渴望性高而可

行性较低的方式给予帮助(如“授人以渔”), 而受

助者则对可行性更高的帮助(“授人以鱼”)更满意。 

在实际层面上, 帮助情境中预测偏差的研究

也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其所揭示的规律能为生

活中的具体问题提供指导。例如, 中国人普遍信

奉“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念, 在工作场所中不愿

示弱。诚然, 信奉自强很重要, 但有时“示弱” (如

寻求/接受他人的意见或反馈)能使自己更有效地

整合可获得的资源, 从内心和行动上都成为真正

的强者。再如, 对教育、社会和临床工作者而言, 

为他人提供信息、情感、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在他

们的工作内容中占相当大的分量。如果他们在开

展工作时能主动增加对服务对象与自身异同的关

注, 考虑到服务对象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审慎选

择恰当的帮助方式, 或能显著改善服务质量和效

率, 在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同时也增强自身的

职业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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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errors in helping and help-seeking: Causes and c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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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judgments in helping and help-seeking is profoundly 

essential to facilitate efficient and satisfactory interactions among human beings. Potential helpers and 

help-recipients have asymmetric perceptions in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likelihood of seeking or receiving 

help, efforts invested in helping, anticipated emotions, and preferred manners in which aid is given. In 

consequence, they frequently mispredict how others truly think, feel and behave, which may inhibit the 

occurrence of cooperation and the spread of prosocial behavior. We propose that such prediction errors are 

inevitable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social factor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helpers and help-recipient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take its causes into account. 

Future research is encouraged to investigate the manifestation of prediction errors in online helping, 

emotional assistance, and between close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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